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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就最一般的意义而言,技术就是制造和使用人造物。如果这样来理解技术,那
么技术哲学无非就是要对这种基本人类活动的性质和意义作出合理说明。所以初

看起来,技术哲学似乎是一种与伦理学有关的实用哲学,或者说,是对人的行为及

其结果的合理说明。而工业化的社会后果、核武器的危险、环境污染、生物医学工

程的道德困境等议题则加深了人们的这一印象。
然而,由于现代技术涉及对物体进行科学制造,所以技术哲学也有较强的理论

性。要想对技术的性质和意义等基本问题给出全面的回答,就必须对工程科学技

术的认知结构进行分析,并且说明人造物的存在或实在性在何种意义上区别于自

然物。技术哲学不仅要对制造活动及其实际后果作出伦理评价,还要包括技术知

识的认识论以及人造物的本体论。对技术的哲学探讨同时涉及实践和理论两

方面。
为了全面地理解技术哲学,我们不妨从它的历史发展开始讲起。

一、
 

技术哲学的历史

1.
 

背景

  技术哲学可以追溯到西方近代早期对人类制作或制造活动的反思。在文艺复

兴之前,制造在人类思想中的位置并不突出,所以并没有成为系统反思的主题。在

古人看来,制造,哪怕是艺术形式的制造,往往都是有害于德行的。它不利于追求

最高的善,因为它所关注的是物质现实。唯一能为技术革新辩护的是贫困和军事

需要。人们并不认为制造活动会有助于我们理解人的生活目的或者关于存在的第

一原理。
例如,亚里士多德就 把“制 造”(making,poiesis)和“行 动、从 事”(doing,

praxis)区分开来,为的是关注行动这一方面。我们制造船、房子、雕像或钱,我们

从事体育运动、政治或哲学。制造的目标是一个不同于制造活动的对象,行动的

‘目标’却是圆满的行动本身。生活是一种行动,不同类型的生活根据其所能从事

或最能从事的东西而区别开来。人所关心的基本问题是,什么样的行动最适合于

人。亚里士多德在其《伦理学》中所给出的回答是,最适合人的才能的活动也许不

是体育运动和政治,更不是感官快乐和物质生产。最适合于人的活动是从事哲学,
是自由而超然地对自然进行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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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基督教继承了这种希腊观点,对技术仍然持不信任的态度。不过,拉丁中

世纪起开始把技艺看成一种对理智的运用(即使它最终仍然是“多余的、危险的和

有害的”),用圣奥古斯丁的话说,“这种理智的敏锐性已经达到了极高的程度,它揭

示了我们被赋予的人性是多么地丰富。”“人的技巧已经取得的进步和达到的完美

程度”也显示了神的慈爱(《上帝之城》,第22卷,第24章)。本笃会的修院传统认

为,手工劳作体现了一种自愿的精神苦行,可以用来洗刷人的傲慢这一耻辱。它呼

吁人们过一种“祈祷和劳作”(ora
 

et
 

labora)的生活。后来,对技术效用的肯定扩展

为这样一种认识,即技术有助于进行物质上的施舍。毫无疑问,这两种看法都为重

新评价人的制造活动开辟了道路。不过,由于中世纪更注重人的内在转变,而不是

外在的世俗之物,所以制造仍然明显地低于行动。根据圣奥古斯丁的说法,上帝之

城与尘世之城的主要区别就在于,“前者通过世界来享受上帝,后者则通过上帝来

享受世界。”(《上帝之城》,第15卷,第7章)
随着马基雅维利、培根和笛卡儿等人对古典思想展开彻底批判,这种态度立即

遭到了质疑。马基雅维利反对传统基督教所倡导的“在谦卑中寻求幸福,蔑视世俗

事物”等美德,而主张“灵魂的高贵、身体的强健以及所有能够使人变得强大的品

质”。他对基督教作了重新解释,认为这种宗教有利于这些理想,并鼓励人们肯定

自己正当的自由(《君主论》,第6章)。培根则认为,印刷术、火药和罗盘的发明要

比一切政治征服或哲学争论更有益于人类(《新工具》,第1卷,第129节)。笛卡儿

的怀疑方法不仅是为了建立一种无可置疑的思想体系,而且也要使人成为“自然的

主宰者和拥有者”(《方法谈》,第6节)。
对于现代人来说,生活首先不再是行动,而是制造。于是便逐渐发展出一种将

认识与制造联系在一起的认识论,以及在人类幸福的意义上重新评价制造活动价

值的政治学。此前的知识被批判为“缺乏事功”(barren
 

of
 

works)。为了弥补这一

缺憾,培根提出要对科学进行重建,做出“一系列发明,在一定程度上征服和战胜人

类的贫困和苦难”。人将不再作为被动的观察者来看待自然,心甘情愿地让自然

“自行其是”,而是应当利用自己的技艺和双手,迫使自然“离开其自然状态,对它进

行压榨和塑造”,因为“事物的本性在技艺的挑衅下要比在其天然的自由状态中更

易暴露出来”(《伟大的复兴》,前言和概要)。康德曾把培根的名言收入《纯粹理性

批判》(1787),他认为,这个问题与其说涉及实际效用,不如说是自我意识的问题。
把沉思的观察者当作理想,这是一种幻觉。事实上,“理性只能洞察它依照自己的

方案所产生的东西”“换句话说,它不会让自己被自然牵着走。”在启蒙运动统一科

学与技术的纲领中,这种新的态度第一次走向了理论上的成熟,其实际成果便是工

业革命。
正是在对这种典型的近代态度的质疑中,真正意义上的技术哲学才开始形成。

在历史上,这种质疑是由浪漫主义运动提出的。卢梭在《论科学与艺术》(1750)一
文中,批判了一种启蒙运动思想,即科技进步可以将财富与美德统合起来,从而自

第一编 历史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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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地推动社会进步。要想得到启蒙运动的这种乐观主义,需要将美德重新解释为

力量。卢梭在批判时作了不同的理解,他将美德看成一种近乎自由的天真或单

纯———它是古人的一种理想,但被人造物和文明的习俗掩盖了。后来,诗人布莱克

(William
 

Blake)等浪漫主义者强烈抨击工业革命的恶果,以此来加强这一论证。
他们还质疑科学技术知识的适用范围,从而使批判进一步拓展。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主张,想象力是心灵的一种至关重要的能力,较之理智,它更能

接近世界的真理。
在卢梭看来,文明是虚伪的,是对真正自由的剥夺。(所谓真正的自由,就是个

人真正按照自己的内在现实而行动的自由。)这一批判可以拓展至技术。到了19
世纪,它成为马克思主义批判资本主义的基础。在这种批判中,现代科学技术之所

以被质疑,不是因为它所追求的目标,而是因为它无法实现这些目标———至少就其

当前的社会表现来说是这样。卢梭认为,文明败坏了人的真实本性;
 

马克思也认

为,资本主义这种特殊形式的文明败坏了现代技术。技术在资本主义形态下被束

缚住了,无法达到其真正目标。资本主义的技术是不可靠的和不自由的。要想使

它达到真正的目的,即人的解放,就必须把技术从其社会枷锁中解脱出来。
对技术的这些批判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在各种文学

及政治运动中起着重要作用。然而只是到了20世纪,技术才真正成为哲学关注的

对象。这种转变之所以发生,主要是由于两个方面:
 

一是存在主义的影响,二是工

程师们力图对本行业的性质进行分析。此外,历史学家希望理解历史中的技术因

素,以及关于工业社会的社会科学研究,都对这种转变产生了影响。在反思由晦暗

走向明朗的过程中,西欧、英美、苏联—东欧这三个学派或传统对于技术哲学贡献

最大。

2.
 

西欧学派

欧洲的(主要指德国和法国)技术哲学传统最为古老,也最为多样化。它从存

在主义、社会学、工程学以及神学角度对技术的本性和意义进行了反思,其多样性

和深刻性是其他传统所不及的。其弱点在于,与东欧学派相比,它缺少内在的综

合;
 

与英美学派相比,它没有很好地利用历史知识以及经验性的社会科学研究。

20世纪初,有一些存在主义者主张:
 

人,作为制造自身的存在者,首先是一种

技术造物。同被动地、非历史地存在于世界之中的自然物不同,人的基本特征就在

于他的生产能力和历史性。这种对“人的生活世界”的分析冲击了浪漫主义关于自

然人与技术人之间的流行区分。西班牙哲学家敖德嘉(José
 

Ortega
 

y
 

Gasset)在
《关于技术的思考》(1933[1939,1972])一文中提出,技术是人性的一个本质要素。
“人通过技术这一行动系统,力图实现人本身这样一种超自然的筹划”,技术是为了

人的某种理想而进行的一种物质活动(《关于技术的思考》,1933[1972,第301
页])。这里所说的理想并不必然是个人理想。任何文化都要以人的自我观念为基

础,这种自我观念需要有一种合适的技术来帮助它实现自身。敖德嘉试图将物质

技术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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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与生产建立在一种先行的精神发明的基础上,认为其根源就在于人的某种理

想的自我创造或意愿,并对这种关系的结构作了人类学的说明。所有这些见解都

很有独创性。
由敖德嘉的观点可以得出一个推论,那就是现代技术正在使人的境况发生一

种世界性的历史转变,这种转变超出了其使用者的特定意图。由于科学技术能够

有效地实现制造活动或工作的目标,所以它渐渐会抹平一切制造活动的价值,使制

造个别事物不再具有什么意义。现代人认识到,在掌握一项特殊技术之前,他必须

掌握一般意义上的技术。“技术只不过是人的一般技术功能的具体实现”(第311
页)。由于把一般技术当成了自觉研究和系统发展的对象,现代人不知不觉间便削

弱了自己的力量。虽然制造本身并不是目的,但许多人除制造活动之外别无目标。
敖德嘉一针见血地指出:

 

“成为工程师(而且也只有成为工程师),就意味着潜在地

成为一切而实际上又什么都不是……这就是我们这个技术鼎盛的时代也是整个人

类历史上最空虚的时代的原因。”(第310页)
根据这种解释,现代技术表现出一种超越个人的近乎自主的特征。如果技术

的影响超出了其使用者的意图,就不能再把它说成是一种中性的手段。技术的问

题并不在于它的可能应用,而在于它对世界产生的历史影响,而这是不受任何具体

的使用或使用者所支配的。在其他一些存在主义思想家,特别是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1949)的历史哲学思考中也可以看到类似的观点。存在主义者对社会现实

的强调有助于促进另一门学科———欧洲技术社会学的发展。在这种社会理论中,
技术自主性问题占据着最核心的位置。社会学研究方法自然会提出这个问题,因
为它视技术为当今世界的显著特征,并试图考察技术对人和社会政治秩序的影响。
弗里德曼(Georges

 

Friedmann)的工业社会学,以及法兰克福社会研究学 派

(Frankfurt
 

School
 

of
 

Social
 

Research)的马克思主义修正主义,就是两个典型的例

子。浪漫主义作家曾经讨论了劳动分工对工人的影响,弗里德曼则用大量经验研

究为他们的观点和批判提供科学支持。以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为代表的

法兰克福学派强调了现代技术在政治、艺术、文学甚至哲学领域的支配作用。与此

同时,这些理论家还试图将技术放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进行考察,而不是谈论技术

本身。技术只有在某种特定的历史情境下才是自主的。
关于技术社会,欧洲社会学的实证主义传统提供了一种不同的解释。根据孔

德、圣西门及其追随者的看法,罪恶的产生不是因为技术的自主,而恰恰是因为技

术实际上还不够自主。社会需要在组织上变得更加合理,政客需要由技师所替代。
由于工程师是唯一能够完全掌握技术的人,所以让工程师行使权力将会使技术有

效地 发 挥 作 用。凡 勃 伦 (Thorstein
 

Veblen)的 思 想 以 及 美 国 的 技 治 主 义

(technocracy)运动显然与这种主张有关。
温纳(Langdon

 

Winner,1977)曾对技术自主性思想做过广泛研究,这主要是因

为它已经对政治思想产生了影响。如其所言,正是埃吕尔(Jacques
 

Ellul)以最坚决

第一编 历史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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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态度和最有影响的方式提出了技术自主性问题。在埃吕尔看来,一方面,实证论

对工程师的理解有问题。工程师并不能完全驾驭技术,他只是技术理性的工具。
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理论没有认识到,在一定程度上,技术对社会主义国家和资

本主义国家的影响是类似的。事实上,由于在意识形态上倡导通过技术获得自由,
社会主义实际上已经成为一种乌托邦式的空想。

尽管存在主义者和欧洲社会理论家的研究方法存在着关联,但仍有必要将它

们区分开来。我们不妨对比一下埃吕尔和海德格尔的观点。埃吕尔属于最杰出的

社会理论家,他视技术为“时代的赌注”(l􀆳enjeu
 

du
 

siècle)。技术是人与他尚未完

全理解的力量(这种力量大得足以吞没他)之间的一场赌博;
 

海德格尔则属于最伟

大的存在主义者,他以类似的情绪将“现代技术的全球运动”说成是“一种力量,它
对历史所起的决定性作用怎样强调都不过分”(Heidegger,1976,第276页)。因此

他认为,“思想的任务就在于,在思想所允许的范围内帮助人获得有关技术本质的

恰当认识”(第280页)。海德格尔试图理解技术在什么意义上与人性密切关联着,
就好像有一种无意识的力量在后面推动;

 

而埃吕尔所关心的与其说是技术的本质

或技术的人类学基础,不如说是技术与社会的关系,以及如何认识在这些关系中起

作用的客观原理。社会理论强调技术是一种外在的力量,无意识地决定着人的大

部分生活;
 

存在主义则强调技术本身就是人性某个方面的无意识的表现。
存在主义者和社会理论家都试图通过训练有素的分析和敏锐的洞察力来思考

技术,这些尝试均可合理地称为技术哲学。不过他们都没有使用“技术哲学”一词。
这一说法是在一些制造业者、工程师和经济学家试图反思他们所从事的技术行业

的本性的过程中产生的。
“技术哲学”这种说法在苏格兰化学技术专家安德鲁·尤尔(Andrew

 

Ure)的
“制造业哲学”(philosophy

 

of
 

manufactures)思想中已初显端倪。在以此为标题的

书(1835)中,尤尔说他旨在“对用自动机来经营生产行业的一般原理进行说明”。
由这种说明产生了一些概念问题,直到今天仍被技术哲学家所讨论,比如制造与加

工的区别、机器的分类、发明是否有规则可循等等。但是由于尤尔的技术讨论是在

极力捍卫工厂体制,所以他的那些更具分析性的解释往往被忽视了。此后,对于机

器本性和工业组织的技术研究主要沿着两个方向进行:
 

一个方向上发展出了控制

论和系统论,这是一种暗含的技术哲学;
 

另一个则产生了为现代工业工程辩护的

严格意义上的“技术哲学”。
第一部以“技术哲学”命名的著作是卡普(Ernst

 

Kapp)的《技术哲学纲要》
(Grundlinien

 

einer
 

Philosophie
 

der
 

Technik,1877)。卡普是左翼的黑格尔主义

者,在工具和机器方面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他不仅对技术工具做了细致的分析,而
且思考了它的人文含义或文化含义,这两者的结合预示了后来的讨论方向。他的

具体结论是,工具可以充当器官的延伸。他的两条基本原理更为重要,那就是:
 

有

必要对机器进行哲学上的细致考察;
 

应当对技术进行更深入的批判,而不能仅限

技术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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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社会评论家或文学评论家所作的外在判断。卡普所说的“技术哲学”特指从工程

角度捍卫这一行业,使之免遭浪漫主义传统的敌视,亦指通过对工程经验进行认真

的思考,力争使其与工程实践的完整的社会内涵协调一致。
技术哲学最初是与工程联系起来的,讨论技术实践的内在结构和技术的社会

意义,这些讨论为后来技术哲学的大量核心议题提供了最初的表述。工程师齐墨

尔(Eberhard
 

Zschimmer)写了第二本标题为“技术哲学”的书(1913),他在书中用

新黑格尔主义对技术进行了解释,将技术看作是“物质上的自由”。后来,德绍尔

(Friedrich
 

Dessauer)在第三本标题为“技术哲学”的书中提出,发明是技术最重要

的方面。比较一下德绍尔所强调的发明以及齐墨尔所强调的通过机器和技术产品

获得实际自由,我们可以发现,对于技术实践的基本范畴到底是制造还是使用,二
者的看法是不一致的。这种区别也预示了当前的状况:

 

技术批判者关注技术的社

会后果,技术捍卫者则主张将发明活动当成类似于艺术创作的创造性体验。
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对于工程的讨论在许多方面都有所拓展。第一次世界大

战迫使工程师们更加严肃地看待对技术的社会批判,比如意大利社会学家龙勃罗

梭(Gina
 

Lombroso,1930)所提出的观点。鉴于技术对工业的重要性,经济学家们

开始分析工程的本性,这又反过来促进了对经济因素的工程分析。也正是在这一

时期,为了弥补技术与艺术之间的裂痕,人们做了各种试验。从事工业设计的包豪

斯学派是最著名的,在这里,工程师和艺术家试图寻求一种技术美学。正如工程师

施佩尔(Albert
 

Speer)所指出的,纳粹主义也被某些人看成是对技术所带来的社会

问题和美学问题的一种解答。在这一时期的研究中,托马斯(Donald
 

Thomas,

1978)对当时的种种潮流作了总结,他描述了狄塞尔(Rudolph
 

Diesel,柴油机的发

明者)和儿子尤金的社会思想中所包含的技术乐观主义与浪漫主义批判之间的张

力。老狄塞尔最初对技术充满了希望,但渐渐感到灰心绝望,最终以自杀的方式结

束了生命。而为了表达父亲所直觉到的东西,他的儿子从技术转到了文学。
“二战”之后,与工程相关的技术哲学进入了另一个发展阶段。在德国,第一次

正式的有组织的发展始于德国工程师协会内部,该协会针对有关技术哲学的主题

举行了一系列会议。1956年,德国工程师协会创立了“人与技术”专门研究小组,
下设教育、宗教、语言、社会学和哲学几个工作委员会,所有这些都与技术相关。

在法国,拉菲特(Jacques
 

Lafitte)最早在《对机器科学的反思》(Réflexions
 

sur
 

la
 

science
 

des
 

machines,1932)一书中对工业生产进行了工程分析,这种分析后来

由工 程 师 西 蒙 栋(Gilbert
 

Simondon)在《技 术 对 象 的 存 在 方 式》(Du
 

Mode
 

d􀆳existence
 

des
 

objets
 

techniques,1958)中所拓展。两部著作都非常相信工程经验,
同时对技术现象提出了一套抽象解释。例如,根据技术对象的不同,西蒙栋区分了

零件、装置和系统,并在对内燃机等例子进行详细考察的基础上,提出了一套技术

演化理论。在荷兰,工程师范里森(Hendrik
 

van
 

Riessen)以《技术哲学》(Filosofie
 

en
 

Techniek,1949)一书开始了他的第二职业———哲学。该书从历史和哲学的角度

第一编 历史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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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
切
姆

对这一领域作了到那时为止最全面的考察。这些发展使德国人以前所进行的那种

讨论逐渐趋于欧洲化。
不论是“二战”之前还是之后的一段时期,在工程哲学的讨论中,最重要的人物

当数弗里德里希·德绍尔(Friedrich
 

Dessauer,1881—1963)。他本人从事工程研

究,是X光治疗史上的先驱人物,也是一位公开反对纳粹的基督教社会民主主义

者。在寻求与存在主义者、社会理论家和神学家开展对话的同时,德绍尔对技术哲

学作出了重要贡献。他的主要著作有《技术文化?》(Technische
 

Kultur? 1907)、
《技术哲学》(Philosophie

 

der
 

Technik,1927)、《技术禁区中的灵魂》(Seele
 

im
 

Bannkreis
 

der
 

Technik,1945)和《关 于 技 术 的 争 论》(Streit
 

um
 

die
 

Technik,

1956)。科学哲学家在谈及技术哲学时,最常引证的便是德绍尔的著作,比如可以

参见Bernard
 

Bavink(1932)或Alwin
 

Diemer(1964)。
要对德绍尔的技术哲学进行概括,一个简便的方法就是将它与标准的科学哲

学进行比较。后者或是对科学知识的结构和有效性进行总体分析,或是对特定理

论的含义 进 行 思 考。在 德 绍 尔 看 来,这 两 种 理 路 都 没 有 认 识 到 科 技 知 识

(Scientific-technical
 

Knowledge)的力量,凭借现代工程,科技知识已经成了一种全

新的制造形式。德绍尔试图解释这种力量的先验前提(康德的术语),并尝试对这

种力量在应用过程中的伦理含义进行反思。
根据康德对科学认识、道德行为和审美感受的三种批判,德绍尔又增加了第四

种———对技术制造的批判。康德在其《纯粹理性批判》中已经论证,科学知识必然

只限于现象世界,它永远也不可能触及“自在之物”。而批判的形而上学则能够描

绘出现象的先天形式,假定在现象背后存在着某种“自在之物”。《实践理性批判》
(关于道德行为)和《判断力批判》(关于审美评价)又向前迈进了一步。在这里,肯
定现象背后存在着某种“超自然”的实在,这是实践道德义务和实现美感的前提。
不过,实践经验和审美体验不会正面触及这种超自然的实在。对这些经验领域的

批判也无法澄清自在之物的结构。
德绍尔主张,制造,尤其是具有发明特征的制造,实际上已经触及了自在之物。

他认为,这种接触可以由两个事实加以确证:
 

发明,即被造之物,此前不存在;
 

而当

它将自己显现在现象界时,它就存在了。发明并不是凭空臆想出来的东西,而是在

考察了技术问题的预定解决方案之后所产生的结果。技术发明伴随着“出自理念

的真实存在”(real
 

being
 

from
 

ideas)(1956,第234页)———也就是说,产生了一种

“从本质而来的存在”(existence
 

out
 

of
 

essence),它是超验实在的一种物质体现。
尽管某些康德主义者发现了德绍尔论证中的一些纰漏,而且他的结论也没有

被普遍接受,但应当看到,德绍尔确实发展了康德的观点。在康德看来,一切推理

都是指向实践的。实践性越强,经验就越能超越其自身的“现象上的”限制。德绍

尔认为有一种实践经验可以用来突破现象世界,而康德没有认识到应当对这种经

验单独进行分析———这部分是由于在他著书立说的时候,现代的技术制造还没有

技术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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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这种见解暗示,现代技术可能具有某些独特的哲学性质。
基于对技术的形而上学分析,德绍尔还建立起一种伦理学和政治学理论。现

代的制造(以及行动)有一个显著的基本前提,那就是不存在关于超验世界的知识。
洛克曾经写道:

 

“虽然我们可以通过实验和对历史的考察而得到安适和健康的好

处,从而使我们的生活更加便利,但除此之外,恐怕就是我们的能力所不及的了,我
们的才能……也不可能对它有所推进。”(《人类理解论》,第4卷,第12章,第10
节)马克思主义者对资本主义历史条件下的技术进行了批判,并对现代实践是否会

像洛克所设想的那样直接使人获得幸福提出了质疑。在这个问题上,一些自由改

革派赞同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主张对实践进行根本性的拓展:
 

实践不仅制造物

质对象,而且也建立社会结构。这种拓展使得现代对于实践的信仰乃是基于一些

完全实际的理由。德绍尔走得更远,他认为,现代技术所拥有的自主的、改变世界

的力量就是其超验基础的明证。人创造了技术,但技术的力量———就像“一座山

脉、一条河流、一个冰期、或者一颗行星”的力量———却超出了人的预想,它所发动

起来的不只是现世的力量。由于现代实践具有超验基础,人们不再简单地认为它

只是“凸显了人的地位”(培根)。现代实践变成了一种“对创造的参与……这是凡

人可能拥有的最伟大的经验”。(1927,第68页)
布林克曼(Donald

 

Brinkmann)认为(Mensch
 

und
 

Technik,1945),技术是一种

现世的宗教狂热。人试图以一种普罗米修斯或浮士德的方式在技术中寻求拯救。
事实上,人们既没有必要坚持德绍尔那种异常乐观的罗马天主教思想,也不必持有

布林克曼的原教旨主义的悲观态度,不必主张在实践活动的现代约束的核心处有

某种“技术神秘主义”。
德绍尔去世后,德国技术哲学的形而上学味道已经不那么浓了。最有影响的

是哲学家莫泽尔(Simon
 

Moser)的著作。他在1958年发表的一篇重要论文中批判

了德绍尔的形而上学思想,认为这种思想在哲学上是幼稚的。同时,他也反驳了布

林克曼、海德格尔等人的形而上学解释,认为它们在技术上不够深入。他主张,工
程师与哲学家应当更进一步加强合作,工程师要注意培养哲学上的严谨性,哲学家

要更关心实际的工程实践。
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德国技术哲学研究主要由工科大学和德国工程

师学会所推动(参见Huning,1979)。这个团体主要关注科学技术的定义、工程设

计的方法论等一些概念问题,同时也探讨发达工业社会的教育以及技术活动的显

著特征等议题。由此产生了拉普(1978)所说的“分析的技术哲学”。
工程技术哲学的主要成就在于从哲学角度探讨了技术制造。此外,德绍尔和

范里森则把对这种活动结构的技术分析与神学解释密切联系起来。德绍尔的思想

后来又受到了另一些工程师的重视,这一事实也许可以说明,在工程意识背后存在

着某种宗教倾向。
欧洲对技术反思的第四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从神学和伦理学角度进行的思考。

第一编 历史概述


